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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西学东渐”浪潮的一部分，西方教育哲学的传播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客
观现象，又是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对彼时社会发展的一种回应。作为人类教育知识体系的有机组
成，西方教育哲学有着自己的理论渊源和问题的聚焦点，为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来自

不同哲学基础与文化传统的“参照系”。20 世纪上半叶，西方教育哲学的传播引发我国研究者对
教育与哲学之间的关系、西方教育哲学的认识、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环境及影响因素等问题的讨
论。在由“会”到“通”的过程中，研究者对教育哲学概念、哲学基础、未来发展等问题进行了深入
地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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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上半叶，西方教育哲学的引进与
传播推动了我国教育哲学的初建与发展，这

段历史客观地呈现了西学东渐浪潮中教育领

域独有的风景线，承载了一代教育学人学术

生命的思考与探究，对当今教育哲学的发展

也不无启示。教育哲学的使命不仅仅是解
释教育世界，更重要的是改造教育世界。
作为认识教育的一种方式和结果，教育哲

学有对历史的反思、现实的批判和对未来
的构建，反映着一定时期人们对教育基本

问题所达到的理解程度和水平，关系到人

们对教育规律的把握，对教育思想、理论产
生的依据与底层逻辑的探究，体现着教育

研究的思考深度、历史厚度与时代向度。
为此，我们有必要回顾反思在此期间中西

教育哲学的会通。

一、问题的提出

对中西教育哲学会通的探究首先需要回

答以下两个问题: 会通意味着什么? 二者的

会通何以可能? 前者涉及学界对“会通”的
理解，后者则涉及中西教育哲学会通的历史

背景以及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现实需求。
( 一) 何谓“会通”
“会通”一词在《辞源》中有如下解释，

“会合变通。易系辞上: ‘圣人有以见天下之
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转指随事处
理。”［1］1607“到明朝时‘会通’的本义已从易
学系辞之间的‘会和变通’扩展为同一领域
两种或多种知识、方法或理论的融会贯通之
意。”［2］有研究者从方法论的角度对“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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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了阐释，“会通法包括兼综( 或融会) 和
通观。兼综也就是一般的综合法，即将各个
方面、各种观点或各种学说融会贯通之后，给
予适当位置; 通观是基于永恒、统全而观
物。”［3］简言之，作为一种研究方法，会通可
以使研究的视野与思维由具体、精微达至抽
象、广大。也有研究者追溯源远流长的中华
文化，认为会通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活水源头，

其特点有四: 一是相互讨论交流，取长补短、
求同存异。二是不排斥外域思想文化，在了
解的基础上借鉴其优点，以与本土文化相融

合。三是要对会通进行具体分析，它有高低
优劣之分，不可一概而论。四是会通要有开
拓的学术视野，需经过长期艰苦的研究和不

同思想观点的论辩，才能逐步达到。［4］275，277

从上述观点来看，我们可对“会通”作如
下理解: 会通意味着以整体性的立场与视野，

采用综合、通观的方法，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之
间知此知彼、取长补短，互通有无、融合借鉴，
于已知中探索未知、创造新知。会通需要经
历一个长期的过程，方可实现不同学说的各

美其美、美美与共。对处于会通过程的两个
不同对象而言，这是一种普遍性与特殊性的

结合。如果没有普遍性，就失去了会通的可
能。如果没有特殊性，也就无会通的必要。
从时代性上来看，西学的引入为中西教育哲

学的会通提供了外部动因。就学术性而言，
中西教育哲学的会通则体现了知识自身的发

展过程与形成机制。从会通之初到会通之
中，再由会到通，并不是说中国教育哲学的原

创性探索和对异域理论的学习借鉴是截然分

开的，而是基于知识发生学的角度所做出的

一种逻辑推断，有了会通之初的引进与传播，

才有了会通之中的交流与对话，进而体现了

从会到通的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理论自觉。
( 二) 中西教育哲学的会通何以可能

中西教育哲学的会通是内外动力双重作

用的结果。一方面，中西教育哲学的会通是
“西学东渐”文化现象的重要组成。西方哲

学的引进为西方教育哲学的引进奠定了基

础，一些有识之士自觉承担起思想启蒙的重

任，成为西学东渐的重要力量。梁启超、蔡元
培等人积极宣传，在介绍西方哲学方面做了

很多工作。西方哲学的引进不仅出现在学术
刊物上，而且走进了以传播、创造知识为己任
的高等学府。杜威、罗素等哲学家受邀来华
讲学，将他们的哲学理论介绍到中国。彼时
对西方哲学的引介在内容上有对知识论、人
生论、社会论的关注，在人物上有对培根、笛
卡尔、康德的引介。国人已经意识到，正是培
根等人在哲学思维方式上的变革，为西方世

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面貌。中国要实现新的
发展，同样需要思维方式的革新。当时已有
研究者注意到哲学对教育发展的重要影响，

如刘伯明在“以哲学眼光评论我国近今教育
趋势”的演讲中谈道，“今日与诸君谈教育与
哲学，皆就今日教育上最重要之问题，而用哲

学眼光以视察之，亦并非凭空玄谈也。”［5］

另一方面，中西教育哲学的会通有着内

生的动力，反映了教育自身发展的迫切需求。
西方教育哲学的引进与传播也与中国教育自

身的发展状况密切相关。当时的中国，要想
巩固新文化运动的成果，解救国家于危难之

中，没有思想的启蒙是行不通的。“五四”运
动中的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带来了思想观

念的更新，让人们充分认识到教育所担当的

重要使命。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特殊时
期，非教育领域的人也开始关注教育及教育

哲学的重要性。如有研究者在“我们需要什
么教育哲学”一文中声称，“我不是服务于教
育界，教育学也不是我的专攻学科，自然不敢

冒昧地开张‘药方’去凑热闹，这里只想讨论
一下教育哲学是什么及其功效的限度如

何。”［6］尽管这只是个别观点的表达，但也从
一个侧面反映了教育哲学已日益引起人们的

重视，说明了教育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更

加需要教育哲学的反思与引领，以更好地服

务于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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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会通之初: 西方教育哲学
在中国的引进与传播

在 1919 年杜威的教育哲学引进之前，国
内就已经出现了对叔本华、卢梭、康德等人教
育哲学思想的介绍。1904 年，王国维在《教
育世界》上发表了“论叔本华之哲学及其教
育学说”一文，指出在 19 世纪，德国的教育学
之所以成为科学，与德国哲学的发展有着直

接的关系。“自汗德以降至于今百有余年，哲
学上之进步几何。其有绍述汗德之说而正其
误谬，以组织完全之哲学系统者，叔本华一人

而已矣。”［7］这篇文章不仅说明了叔本华对
康德哲学的承继关系，而且指出了叔本华的

哲学观点和方法对教育学说的影响，进而探

究了教育学与哲学的关系。王国维的这篇文
章，无论从内容的介绍上，还是观点的分析

上，都已经鲜明地指向了教育哲学。
1906 年，《教育世界》第 128 号、129 号
相继刊发了“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
系”及“述近世教育思想与哲学之关系( 承
前) ”两篇文章，对卢梭的《爱弥儿》、康德的
哲学与教育思想进行了介绍。随后，洛克、夸
美纽斯、费希特、裴斯泰洛齐等人的教育思想
也被介绍到国内。“教育哲学”这四个字第
一次出现是在 1917 年，天民在《教育杂志》
第 9 卷第 4 期发表了题为“台威氏之教育哲
学”的文章，对杜威的《民本主义与教育》一
书的主要观点进行了介绍，涉及教育与社会

的关系、教育目的的确立以及教育内容的选
择等。此外，西方教育界对于教育者与哲学
关系的论述也进入了我国教育研究者的视

野。1919 年，等观在《教育杂志》的第 1、2、
7、8 期上先后翻译刊载了《教育者与哲学》第
一节到第五节的主要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加

以阐释。这些译文论述了教育者对哲学的误
解，揭示了哲学的精神及其对教育的必要性，

进而分析了教育哲学的意义所在。客观而

言，有助于学界进一步认识哲学之于教育、教
育者的重要性。
在此期间，西方教育哲学的传播从国别

来看，主要涉及到美国、德国、日本、法国等国
家的教育哲学。美国教育哲学的引介以杜威
和克伯屈为主。1919 年杜威来华以后，中国
掀起了传播美国教育哲学的热潮。1927 年，
克伯屈来华后，在广州、上海等地进行演讲。
随后，韩定生在《山东教育月刊》上发表了
《克伯屈的教育哲学》一文。1929 年，姚兆胜
翻译的“美国教育哲学”一文刊载于《教育学
报》，原文为克伯屈所作，1928 年刊发在美国
Teachers Colbge Ｒecond 杂志第 30 卷第 5 期
上，主要对美国教育问题的背景与来源、美国
教育的哲学纲领、美国教育的根本问题进行
了分析和探究。除了克伯屈的教学设计法
外，他的成人教育哲学、道德教育学说也被译
介到国内。
德国教育哲学涉及的代表性人物主要有

克恊斯丹纳、黑格尔和罗荪克兰兹、胡塞尔
等，当时的《民主教育通讯》还对德国的新教
育哲学进行了介绍。日本学者三浦藤作、入
泽宗寿的教育哲学也先后被引介到国内。
1928 年，赵青誉翻译了三浦藤作《精神科学
派哲学及教育学说》一书中的部分章节，主要
包括何谓精神科学派、精神科学派哲学的由
来、狄尔泰略传及著作、狄尔泰哲学等内容。
1931 年，姜琦在《日本现代教育哲学的发生
与派别及其趋势》一文中介绍了日本的教育
哲学概况。
法国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哲学思想也受

到了国内学者的关注，在王凤喈的《西洋教育
史纲要》( 1924 年，商务印书馆) 、李石岑的
《教育哲学》( 1925 年，商务印书馆) 、刘建阳
的《教育与德谟克拉西》( 1925 年，商务印书
馆) 以及朱经农的“自然主义与儿童本位之
教育”( 齐大月刊，1931 年第 2 卷第 3 期) 等
著作和文章中都对卢梭的教育理论进行了介

绍与分析。此外，英国、意大利、比利时的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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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哲学也被介绍到国内。英国学者纽曼、怀
特海和罗素等人的教育哲学，意大利法西斯

主义与教育的问题，比利时学者 Hovre 著作
的部分内容也被翻译到国内。也有研究者关
注到“经院哲学与教育”这一问题，对 12 世
纪神秘主义及唯理主义两派经院哲学进行了

探究，阐释了大亚尔伯特、圣多马斯亚奎那、
邓司各脱等人的观点。
在西方教育哲学流派、著作的介绍方面，

国人也做了很多工作。1926 年，萧恩承出版
了《教育哲学》( 商务印书馆) 一书，涉及到柏
拉图主义、个人主义、国家主义、平民主义等
教育哲学流派。1932 年，蒋径三在《东方杂
志》上发表了“教育哲学的本质及其重要性”
一文，文章的结尾列举了杜威的《民主主义与
教育》( 1916 ) 、霍恩的《教育哲学》《教育的
理想主义》( 1904，1910 ) ，麦克文纳尔的《教
育哲学教程纲要》、那托尔普的《哲学与教育
学》( 1909 ) 、洛荪克兰兹的《教育哲学》、斯
普朗格的《生活形式》( 1914 ) 、李特的《教育
学》( 1924 ) 、施 特 恩 的《教 育 学 导 论》
( 1922 ) 、莫格的《当代教育学的基本问题》
( 1923 ) 、克塞勒的《基于哲学的教育学》
( 1921 ) 等 11 本教育哲学方面的重要著作。
这一阶段翻译、编著的西方教育哲学著

作主要有: 1924 年，美国霍恩的《教育哲学》
( 中华书局) 一书由周从政翻译到国内。同
年，美国学者波特的《教育哲学大意》( 商务
印书馆) 由孟宪承翻译到国内。鲁斯克的
《教育与哲学》( 1929 年，瞿世英译，华严书
局) 、芬赖的《教育社会哲学》( 1933 年，余家
菊译，中华书局) 、亚丹士的《教育哲学史》
( 1934 年，余家菊译，中华书局) 、《各国教育
的哲学背境》( 1934 年，陈礼江等译，商务印
书馆) 、张怀编译的《教育哲学》( 传信书局，
1935 年) 、柴尔兹的《教育与实验主义哲学》
( 1934 年，许孟瀛译，商务印书馆) 等著作也
先后在国内出版。也有研究者对西方教育思
想趋势和教育哲学派别进行了介绍，前者包

括斯宾塞为代表的科学趋势、以杜威为代表
的社会趋势、以康德为代表的伦理趋势，后者
是以农恩为代表的自然主义，以杜威、波特、
克伯屈为代表的实验主义，以鲁斯克、霍恩为
代表的唯心主义三个流派。［8］

三、会通之中: 中西教育哲学的交流与对话

20 世纪上半叶中西教育哲学会通的历
史脉络主要体现在基于时间之维的一种“逻
辑优先性”，即重点聚焦于会通的具体内容及
其对中国教育哲学发展产生的实质性影响。
前文述及，张岂之先生指出，中华文化会通精

神具有了解借鉴外域思想文化、与其讨论交
流以融合于本土文化的特点。据此而言，中
西教育哲学之间的会通既有中西学人之间的

直接对话，也有中国学者对西方教育哲学思

想的阐释与理解。
( 一) 关于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讨论

杜威、克伯屈等人对中国教育哲学发展
的影响不仅表现在其思想和学说的传播上，

而且体现在他们与中国学者的交流讨论中。
这些讨论交流主要涉及到教育哲学的发展环

境和影响因素、教育哲学与哲学的关系、教育
哲学的任务与作用等方面，尤以邱椿和徐伯

申与西方学者的讨论较具代表性。
1932 年秋，邱椿在美国学习时曾围绕以
下五个问题与杜威、克伯屈、劳甫、柴尔兹、梅
尔文等教授进行讨论，即“什么是教育哲学中
所应讨论的最重要的中国社会与文化问题，

什么是新中国之理想的文化? 应否采用比较

法公平陈述苏俄辩证唯物论、意大利法西斯
主义、德意志国家主义、英格兰唯心主义、美
国实验主义的教育哲学? 普通哲学和教育哲

学在研究程序上有何种联系，学生如何学习?

社会计划和其背后的教育哲学有无必然的联

系? 什么是教育哲学最重要的任务和内涵?”
邱椿归国后，遂以“关于讲授教育哲学的几个
问题之讨论———杜威、克伯屈等的意见”［9］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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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成文，发表在《教育杂志》上。
这篇文章发表以后，引起了部分教育研

究者的关注。姜琦针对邱椿一文的回应文章
长达五万多字，一般刊物无法发表。姜琦就
在福建师范学校的校刊《福建师范》刊出了
这篇文章，在姜琦看来，邱椿就中国社会与新

中国理想的文化等问题求教于美国学者，无

疑是在暴露自己的缺点。而他们的回答，亦
有需要商榷之处。“除杜威一人外，其余美国
的教育学者所发表的教育哲学，如日本稻毛

诅风所批评，严格地说，都不是真正的教育哲

学，因为这些教育哲学并未曾有严密的组织

之体系的缘故。”［10］姜琦指出，克伯屈之所以
会认为个人人格在辩证唯物论中毫无地位，

是因为他只看到辩证法中对立的一面，而没

有看到其统一性。姜琦认为，邱椿将这一问
题求教于美国学者，除杜威外，相当于没有请

教。在这篇长文的末尾，姜琦表达了对邱椿
未与欧洲、苏俄教育学者进行交流的遗憾，认
为邱椿虽提出了中国教育学者应基于本国政

治社会状况来讨论教育哲学这一问题，但他

自己却没有去建立体现中国社会真实性的教

育哲学。姜琦声称，“杜威平时所发表过的种
种议论，大都不外乎是一种辩证法。因为杜
威的教育哲学以实用主义为根据，他的辩证

法多少带有实用主义的色彩，名之曰‘实用主
义的辩证法’”［11］在姜琦看来，美国实用主义
哲学的前后更迭与发展，包括杜威所提出的

实验主义或者工具主义，都是一种对立统一

的发展与综合性的存在过程。
除邱椿以外，徐伯申也于 1935 年赴美，

在康奈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离美前
夕，他曾经和克伯屈围绕中国教育哲学的发

展进行了讨论。归国后，徐伯申同样将对话
笔记进行了整理，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教育
哲学: 与克伯屈先生的谈话”为题发表在《教
育改造》上，这场对话还以节选的形式发表在
1937 年第 1 卷第 6 期的《教育论文摘要》中。
克伯屈对中国教育哲学的分析主要涉及“教

育哲学与环境、中国文化的前途、中国家庭、
中国政治、教育的责任、教育的哲学”等问
题。克伯屈指出，“中国的学校教育，是模仿
日本、法国、德国而来的，世界上没有一个独
立自主的国家能够依赖模仿而可以发扬光大

的。”［12］彼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传统观念根深
蒂固。新的文化尚处于幼年时代，文化问题
的解决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意味着，不
能仅仅限于学校教育来考虑教育哲学问题，

而应该把教育发展与中国的实际和人民的生

活联系起来，重视思维的改变与合作精神的

培养，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路径和方法。
这一时期，已有学者注意到中西教育哲

学发展的不同步性这一问题。1934 年，吴家
镇撰文从教育著述、教育目的、教育理想与关
系等方面对中西教育哲学的发展进行了比

较，认为从学科发展来看，中国还缺少原创性

的研究成果。“哲学之思想与教育之制度，虽
发达颇早; 然而教育哲学、教育原理、或教育
概论等，截至现今为止，除贩卖舶来品外，不

见有道地土货之产生。”［13］“自实行新教育以
来，抛弃了古代的一套，完全抄袭外国的制

度，朝令夕改，无有是处，故半世纪以来，教育

未尽建国的功能。然何以教育制度如此动
荡，不能适合国情呢? 推其缘由，则因缺乏本

国的教育哲学。”［14］从上述观点可以看出，20
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教育学人已经不再满

足于被动地接受西方教育哲学思想，而是萌

发了创建本土化教育哲学的愿望。建设一种
承继中国传统文化、反映中国国情，推动教育
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教育哲学，成为教育研究

者的历史使命和学术责任。
( 二) 关于教育与哲学关系的省思

这一时期学界的研究内容已触及教育哲

学的基本问题，主要对教育学与哲学的关系，

哲学之于教育、教育学的意义何在等问题进
行了探究。最早从王国维和志厚的研究中可
见一斑，1904 年，王国维在《论叔本华之哲学
及其教育学说》一文中对教育学与哲学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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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进行了分析，这一分析源于他看到了德国

哲学特别是叔本华的哲学观对教育学的影

响。“夫哲学，教育学之母也。兹略述叔氏之
哲学说与其说之及于教育学之影响，世之言

教育学者可以观焉。”［7］应该说，这篇文章打
开了国人关注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窗口。随
后，在《教育世界》第 9 期的文章中，王国维
言之，“叔氏于数学上重直观而不重理性也如
此。然叔氏于教育之全体，无所往而不重直
观，故其教育上之意见，重经验而不重书

籍。”［15］强调了叔本华之教育观对经验的
重视。

1916 年，志厚在《教育杂志》第 8 卷第 3
期发表了以“近世教育与哲学之关系”为题
的文章，对洛克、夸美纽斯、卢梭、康德、费希
特、裴斯泰洛齐等人的教育思想进行了介绍。
该文开篇就写道，“从事实际教育者。多疑哲
学之于教育毫无关系。即不然。亦以为关系
甚浅。噫，岂其然哉。夫欲造就完人。自必
先有坚固之世界观人生观以为基础。不有哲
学之根本思想勿足以建设教育。”［16］这段话
说明了人们要么认为哲学对教育没有意义，

要么认为二者的联系并不密切。尽管学科意
义上的“教育哲学”这一概念在当时并未出
现，但是从所思考的内容来看，已然触及到教

育哲学的基本问题，拉开了教育哲学从“隐性
存在”走向“显性存在”的帷幕。
( 三) 关于西方教育哲学的批判性认识

彼时人们已经认识到学习西方教育哲学

的必要性，并以一种辩证的态度对杜威、罗
素、克伯屈等人的教育哲学进行客观评价。
如刘伯明运用苏格拉底的观点对当时中国学

界引入西学的两种极端现象进行了批评，即

守旧者不知自省，而盲目接受者则为无理之

盲从。［5］以杜威教育哲学为例，当时国内学
者就有着不同的看法，认为杜威对我国教育

的影响尚无定论，“有谓其教育思想促进国内
教育之改进者; 亦有谓其一般思想引起国内

各种新运动，不专限于教育者; 抑有谓其教育

主张注重实用与个性，不能切合于我国国家

与民族之需要者。”［17］

梁漱溟指出，杜威教育哲学的优点在于，

他将宇宙人生等种种现象贯通起来，以一个

哲学家的思维底蕴展现了变动不息的生命观

念，将“活”字即个人与社会的积极变化，贯
穿于“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但这同时
也反映出杜威教育理论的缺陷，他只看到了

生命持续变化之“用”，而没有看到更为根本
的不变之“体”。尽管其主张和观点无不符
合道德，但却没有发现道德。“杜威与儒家相
近而缺其一面，为什么缺一面? 即他学问从

哲学来，他只看见相对，没有看见绝对，只见

用没见体，只见变未见不变。”［18］

傅统先在《教育哲学讲话》中也对杜威的
部分观点提出质疑。杜威坚持教育就是经验
的改造，学校的价值则在于创造一种不断自

然生长的欲望。而傅统先认为，“经验的改造
需合理利用人类的理智加以批评，承认儿童

拥有自由发展的机会并不意味着赞成自然发

展。学校的存在是为了设立一种有助于儿童
自由 发 展 和 自 由 创 造 机 会 的 理 想 环

境。”［19］15 － 16林砺儒也认为，杜威如果想通过

学校改良教学法和训育法来打破社会经济的

不平等，那么他的民主主义教育理想就会成

为一种可笑的幻想。在他看来，“杜威的教育
哲学虽比德国的观念论哲学进步了许多，但

仍然没有把握住人类社会的发展契机，也就

不能深刻地理解社会实践过程中教育的真

面目。”［20］15

四、会通之旨: 中国教育哲学的建设与发展

20 世纪上半叶，中国学者聚焦于“何谓
教育哲学，教育哲学的存在根据、作用、学科
性质和研究对象、学科体系与研究方法、发展
方向”等问题对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进行了
探究。［21］在从会到通的过程中，中国教育哲
学在学习西方教育哲学的基础上，开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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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的发展走向。教育研究者对于自身所肩
负的时代责任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和体悟，

对教育哲学的界定、哲学基础、发展方向等问
题进行了探索。
( 一) 教育哲学的认识与理解

尽管人们对教育哲学的界定和研究范畴

的认识不一，但是关于何谓教育哲学、教育哲
学的研究范畴等问题的讨论则是差异中的共

性。有研究者认为，“如果将萧恩承的《教育
哲学》作为真正的教育哲学去读，是需要下一
番苦功的，因为它在定义等方面存在着有待

商榷之处。”［22］这反映出当时人们对教育哲
学的界定尚处于探索阶段，仍存在诸多分歧。
克伯屈和杜威对于教育哲学与教育原理的观

点也引发了国内研究者对这一问题的思考。
在克伯屈看来，教育哲学可以涵盖教育原理，

研究者只需重视对教育哲学的研究即可。杜
威则认为，教育原理基于一定价值标准对教

育方法、教育材料进行解释、评判。有研究者
综合上述意见，认为“教育原理是就教育本身
( 方法与材料等) 而论教育，为一种就事论事

之学科。意义仅止于对于教育上通用之方法
与材料等等加以诠释或批评。”［23］可以看出，
这样的表述与杜威的观点并无二致，未能有

所超越。
也有观点认为，教育哲学就是科学的教

育原理。“中国教育哲学应该是由理解现实
社会的需要，而决定出的教育原理。研究教
育须用科学的理论方法，对于各种教育问题

进行具体的研究，然后从综合的、抽象的、根
源的见地上发现其共同原理。”［24］亦有学者
从现实生活出发对教育哲学进行界定，“教育
哲学是在现实生活中所创造的一种理想，而

这种 理 想 要 决 定 着 我 们 将 来 生 活 的 进

展。”［19］139这一时期，在何谓教育哲学这一问
题上，学者们或从教育哲学的作用出发，或从

教育哲学形成的影响因素与特点入手，或在

教育哲学与教育原理的关系、教育与现实生
活的关系中去认识其概念。

1933 年，李渊杰在《进修半月刊》上发表
“教育哲学 ABC 笔记”一文。在这个简短的
笔记中，涉及哲学、教育哲学任务、教育思想
及教育哲学的派别等问题。作者认为，“教育
哲学的重任是讨论并研究教育经验之意义、
教育史的哲学、个人之天性与理想、社会之性
质与理想、教育理想与教育价值、调和生活中
各种对于教育的要求之冲突”。［8］对于教育
而言，哲学是结合人生经验与教育经验的综

合性观察，教育哲学应基于哲学去追求教育

的价值和意义。邱椿则综合杜威、巴格莱、柯
尔文、克伯屈、波特等不同学者关于教育哲学
的意见，指出教育哲学与学者所处的社会背

景、知识基础、个人经验相关，教育哲学基于
一定的教育价值梳理教育思潮的发展变化、
构建教育理论、分析教育实践，它有助于明确
教育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的关系，为实际工作

的开展提供理论依据。［25］也有研究者从教育
哲学的特点和任务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因为
教育哲学，根本是应用哲学，即重理想，复重

现实; 既有理论，又有方法，总之在根据哲学

研究之最后解答，而谋有效之教育方法，以圆

现在其理想。”［26］无论在教育哲学的研究内
容上，还是对教育哲学体系的构建上，都能看

到以杜威等人为代表的西方教育哲学的

影响。
( 二) 教育哲学的哲学基础争鸣

在西方教育哲学的影响下，国内学者围

绕中国教育哲学的哲学基础展开了深入的对

话与交流，特别是姜琦的教育哲学观点引发

了热烈的讨论，他本人也对此进行了积极回

应。姜琦的《教育哲学》一书有绪论、教育哲
学本质论、教育哲学研究方法论、教育本质
论、教育目的论、教育方法论、教育价值论和
结论八章的内容。姜琦曾指出，按照平克微
支的批评，杜威的教育哲学具有观念形态保

守性、工作观念谬误性的缺点。在范寿康看
来，该书基本上涵盖了教育哲学应进行说明

的问题，但让他感到疑惑的是，这一批评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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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被人同样用来批评姜琦。针对范寿康的疑
问，姜琦在《学艺》1934 年第 13 期上发表了
一篇题为“批评与讨论: 为批评拙作‘教育哲
学’答范寿康先生”文章，针对范寿康所谈文
辞繁复、序跋太多以及唯物主义和三民主义
之间的调和问题，重点回答了最后一个问题。
“我个人的前提即是解释三民主义之本质为
唯物的，并且说可以用辩证法去解释它。唯
物辩证法与三民主义是相容的。”［27］

许崇清的“姜琦著《教育哲学》正误”及
“姜琦著《教育哲学》正误( 续) 分别刊载于
《教育研究》1934 年的第 49 期和第 52 期，姜
琦的回应文章“为正误拙作《教育哲学》答许
崇清先生 ”一文发表于《教育研究》1934 年
的第 53 /54 期。姜琦对杜威的“哲学就是教
育的普通理论”、那笃尔普的“教育学是具象
的或具体的哲学”等观点提出质疑，在他看
来，如果按照上述观点进行理解，那么人们也

可以将哲学视为政治、法制、道德、艺术、宗
教。许崇清则认为，“姜君不懂得辩证法的唯
物论，甚至形式论理也弄不清楚，教育的概念

也未曾明白”。［28］继之，许崇清在《教育研
究》1934 年第 58 期上又发表了第三篇题为
“姜著‘教育哲学’正谬答辩底再正谬”的文
章，针对姜琦的答辩进行了再次回应，语词颇

为尖锐，认为姜琦是冒充辩证法的唯物论者。
此外，还有梁瓯第等人关于姜许教育哲学“讨
论的讨论”。［29］

邱椿主张发展教育哲学的历史哲学，以

经济的唯物主义为前提探究教育哲学产生的

原因、变化与趋势、派别与价值。他进一步指
出，作为人类对环境反应之一的教育哲学深

受生产历程的影响。农业派教育哲学的理想
主义、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将教育视为培植
的过程。工业派教育哲学的唯用主义、实验
主义和唯物主义，则将教育视为制造的过程。
邱椿认为，“工业革命愈普遍，工业派的教育
哲学家愈昌明。等到这派教育哲学完全胜利
的时候，教育学将成为严正的科学。这是我

的教育哲学的新唯物史观，也是教育哲学的

历史哲学。”［25］从国内学者对教育哲学发展
的思考上，既能看到西方教育哲学的客观影

响，也反映出国人在学习借鉴基础上的探究。
当时，吴俊升曾主张召开一次学术会议，集思

广益来讨论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傅统先则
认为，哲学是一种个人的见地，而各人之间的

这种见地则很难强同。
( 三) 教育哲学未来发展的追问

彼时中国教育哲学研究主要有以介绍杜

威教育哲学为主的实用主义派、以范寿康为
代表的新康德派、以邱椿为代表的唯物论派，
从中可以看出西方教育哲学的传入对中国教

育哲学发展的影响。中国本位与全盘西化的
争论、农村与城市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以及
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使人们深刻感受到当时

教育问题的严重性，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面

临着多重的压力与挑战。
有研究者认为，1934 － 1937 年，有关中

国教育哲学发展的论争过程主要包括新教育

哲学方向的探索、文化整合的教育哲学与救
国主义式的教育哲学、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哲
学家的意见，以一种救国主义式的教育哲学

为终结。［30］1938 年，梁瓯第在《教育研究》上
发表“非常时期中国教育哲学的趋向”一文，
指出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趋向大致有以下十

个方面: 即张佛泉的教育目标说、吴俊升的最
高原则说、张东荪的综合说、邱椿的教育哲学
问题观、叶青的统一哲学说、陶行知的生活教
育说、梁漱溟的新礼俗说、崔载阳的协进主义
说、尚仲衣的救亡教育说和姜琦的三民主义
教育哲学观。［31］这十种观点的提出，是结合
历史进程与时代需要的思考结晶，折射出当

时社会与教育的客观需求，从不同侧面反映

了当时中国教育哲学的大致面貌。
吴俊升认为，美、德等国的教育哲学都是

其适应时代要求的结果。对于中国教育哲学
来说，应由哲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教
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学者进行综合性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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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确立一种普通的哲学，作为各个学科的最

高指导原则，据此演绎出指导教育理论和教

育实践的基础，这就是中国所需的教育哲学。
张君劢则在《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一文中
指出，在儿童教育方面有注重智识和注重道

德两种取向，英美等国较为重视个人主义和

个性的发展。如何处理知识与道德、个人与
团体等问题，都属于哲学领域内的思考。而
中国的教育到底需要哪一种哲学，是迫切需

要解决的问题。在他看来，中国研究教育哲
学的困难在于思想上尚未达成共识，同时，对

欧洲思想史关注不够，没有注意探究欧美教

育发展的思想过程与哲学基础，如洛克和那

笃尔普、卢梭等人的观点。“故单以一派哲学
作中国教育之指南是不够的。如罗素之仅论
知识而不论善恶之哲学，亦不足为中国教育

之指南针。”［32］张君劢主张中国教育哲学的
发展应基于不同时代文化的内容，对不同派

别的教育哲学进行综合。

五、反思

20 世纪上半叶，承载着中国教育哲学发
展的学术记忆。回顾这段历程，有基于教育
的忧国忧民之思，有中西教育哲学之间的交

流对话，也有对本土化教育哲学的深刻思考。
“会通”重在中西学术的体认理解与互通融
合，它意味着西方教育哲学的传播并不是简

单的移植，而是一个批判与接受共在的过程，

它反映了国内学者对建设原创性教育哲学的

学术情怀和学科使命。当前，中西教育哲学
的会通有着开放性的时代语境、批判性的学
术语境和复杂性的实践语境。此一机遇与挑
战并存的多维语境要求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

仍需思考如下问题:

一是在理论与实践的交融中推进中国教

育哲学的原创性研究。全球化背景下，不同
学术话语体系之间的交流与对话已成为常

态。特别是当问题具有普遍性之时，教育就

越来越成为全人类共同关心的焦点。此时，
理论上的交流与沟通尤为必要和迫切，学术

上的互动也将更富有成效。在由中国教育哲
学“西方化”到西方教育哲学“中国化”的过
程中，中国教育哲学应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

的基本原则、立场、观点和方法，以批判的、综
合的视野吸收其他教育哲学流派的合理成

分，基于本国的教育传统和教育实际分析问

题、总结经验，注重西方教育哲学与中国教育
实际的结合，在选择性借鉴的基础上进行原

创性的理论探究与实践观照。基于教育实
践、深入教育实践，透过纷繁复杂的教育现象
揭示教育的本质，形成对中国教育实践最真

实、最生动的认识，从而为教育哲学的“中国
特色”奠定基础。以创新性的话语体系、学术
体系和学科体系形成教育哲学的“中国风”，
提升中国教育哲学的学术影响力和国际话

语权。
二是理性反思教育哲学的中西之通与古

今之变。正如不同流派之间的批判争鸣推动
了西方教育哲学的发展，今天的教育哲学同

样需要冲破盲从，在独立、理性的思考中不断
超越并完善自身。如果没有历史的积淀和相
关学科知识的奠基，没有跨越时空的学术交

流与对话，何以达至研究的精深与原创? 因

此，对处于不同时代背景和哲学基础的中国

教育哲学来说，真正的会通是超越对西方学

术话语和概念的借用，在理解体认西方教育

哲学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理论旨趣的基础
上，结合中国教育所处的时代和情境，从优良

的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创新思想与理论，展

现中国传统文化所特有的教育精神与教育理

想，为人类教育哲学的知识大厦作出贡献。
三是深入推进教育哲学基本问题研究。

20 世纪上半叶，中西教育哲学的会通引发了
国内学界对教育哲学概念、教育与哲学关系，
教育哲学理论基础等基本问题的探究。充分
体现了教育哲学的“爱智”属性，以整体性、
历史性的视野，以好奇的态度、开放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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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的观点探索关于教育的真理和意义，为

教育哲学注入了新的生机与活力。走过百余
年历程的中国教育哲学，在今天尤为需要从

历史的维度进行深入省思。理论体系的构建
是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重要任务，中西教育

哲学的历史是其构建的知识基础，“一理两
史”的回顾与反思关系到未来研究问题域和
生长点的寻找。就此而言，中国教育哲学的
创新性发展需重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前者

是后者的抽象思辨和理性再现，后者则是前

者运思推理的基本依据。我们需在古今互
鉴、中西会通中寻求思维的启迪和智慧的借
鉴，深入分析教育哲学的内涵解读和研究范

畴之间的密切联系，以及这些联系得以产生

的根据和条件，以此推动具有中国特色的教

育哲学理论和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
自中西文明交汇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

学的发展就承担起了双重任务，一为梳理探

究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历程及学术谱

系，以此镜鉴。二为承继中国文化传统，推陈
出新。如果说西方教育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与
引进是一场持续不断的思想旅行，那么国内

学者对其经典著作的研读与批判性思考，则

是思想旅行所带来的思维碰撞和智慧激荡，

其结果则是理论的创新与进步。西方教育哲
学在中国的传播，客观上推动了中国教育哲

学的创建与发展。同时也因着“西方”的特
殊性，推动我们反观自身，省思中国教育哲学

的原创性。中国教育哲学的原创性诉求，不
仅是学术层面的“叙事”，也是教育在时代和
国家意义上的“叙事”。在共处一个“地球
村”的时代，任何学科、任何知识领域都不可
能自说自话。就此而言，中国教育哲学的发
展，是学习、借鉴异域理论的过程，更是深入
中国教育实践，思考、创建本土教育哲学的过
程。这就需要我们以一种开放性的态度深入
研究西方教育哲学，由西方教育哲学的单向

传播走向中西教育哲学之间的双向传播和交

流互鉴，以推动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回

应我们这个时代对人类共同利益的关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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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trospection and Ｒeflection on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QI Dongfang

Abstract: As a part of the trend of “Easternization of Western Learning”， the spread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is an objective phenomenon in the process of China' s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a
response of education as a social subsystem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As an organic
component of the human educational knowledge system，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has its own
theoretical origin and focal points of issues． Though its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and cultural traditions are
different from their Chinese counterparts，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plays the role of a
“ reference frame” for the latter' s development．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spread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stimulated discussions among Chinese researchers on issues lik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ducation and philosoph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Western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he environment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and the factors influencing it． In
the process of “ meeting” to “ blending”， people have thought deeply about the concept， philosophical
foundations， future development and other questions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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